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百年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融
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
的重要动力，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文化社会
学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性质及过
程，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有
着重要的意义。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性的表现”
[1]（P295），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区域、时代、民族
以至阶级、集团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文化场域来
看， 时代性与民族性差异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化冲突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时代性冲突与文化传播的必然性
从文化的存在状态来看， 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纳入

一定的时空框架并加以定位， 因此往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
性的特征。从文化的发展变化来看，一切文化又总是在特定
的时空坐标中确定自身并实现演化， 因而必然体现着时代
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但由于不同的文化在各自演化过程中
存在着非同步性， 因而造成其在发展层次和态势上存在着
时间落差，此即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文
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与文化的民族风格和先进性无关，它是
由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 正如恩格斯所言，

“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
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
容。 ” [2]（P436）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
明发展程度是有强弱之别的， 这种文化势位的落差往往决
定了文化传播的方向。一般而言，文化和文明发达的国家和
地区， 往往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 会不断向外扩张和辐
射；而在文化和文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因自
身文化的凋蔽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形成文化引进的
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对发达地区文化的崇拜心理，也会对
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接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就文化
传播的方向而言， 一般总是由文化发达的高处流向文化不
发达的低处。 如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形成的发达的农业文化
对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西方历史上罗马文化
对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征服等。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
于西方。 ” [3]（P36）

自 14 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变革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逐渐取
代封建贵族掌握了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工业革命的变革高
潮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在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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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和产业这三场变革之后，至 18 世纪下半叶，一个
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崛起于欧洲西北部。 作为观念形态的
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种融合了基督教文化、
理性主义文化和科学主义文化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逐渐
崛起为一种高势位的文化， 这种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
用则使欧洲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阴霾走向现代化。

与此同时，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
却一直陶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
上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呈衰败之势。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
中国国门洞开，“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和西方”向“坚持农业
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
方位的挑战，但早已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无力应对。
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挑战， 实质上就是文化时代性的挑
战。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说明近代中国
和日本的较量，不仅是两个国家的较量，更是两种文化的较
量。 他指出，“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但从本质
上看， 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
算，而这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 [4]（P338）五四时期，两
种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冲突曾激发起不少仁人志士用古代中
国的国民性格去对比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格， 用旧时代
的盲从态度去对比新时代的科学态度， 用陈旧的专制习惯
去对比新兴的民主习惯等等，并得出了告别过去，再造青春
中华的结论。 1923 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上撰文称，“东西
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
非性质上的差别。 ” [5]（P9）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的滞
后性，造成了西学东渐的必然发生，其实质就是高势位文化
向低势位文化的传播，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传
播的必然性。正如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由于封建
主义文化自身的落后，民族危机的加重，引进资本主义文化
的狂飙便不可避免。 诚如毛泽东所言，自 1840 年鸦片战争
失败， 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被迫
从帝国主义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
了进化论、 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
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
建民国。” [6]（P1403）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从器物、制度到
精神逐步深化的脉络， 充分地表达了力求用资本主义文化
取代封建主义文化的诉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劫
难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危机感。
梁启超在其《欧游心影录》中曾说：“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
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
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 ”[7]（P10）不难看出，梁启超已然认
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发达，但缺少个“安心立命的所
在”。 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失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出现了两种新的探求：一是回归传统；二是引入人类发展最
前沿的文化， 以实现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双
重超越。

何谓人类发展最前沿的文化？ 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的
时代性与先进性并不等同， 时代性更多的表明此种文化产
生的必然性， 而先进性则表明的是此种文化所代表的是社

会进步的潮流，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此时站在人类文化最
前沿的当属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中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 而西洋文
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
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
功” [8]（P214）。 陈独秀也指出：“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政治之
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
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欲去
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
也。 ” [9]（P138）可见，能够实现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
文化双重超越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马
克思主义“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
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10]（P213）。

可见， 正是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的必然性， 也是由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传播
规律所决定的； 文化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的冲突则决定了历
史主体的文化选择， 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对封建主义文
化和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

二、民族性冲突与文化整合的必然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具有

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色和个性， 它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
的多个层面，既有物质文化层面，也有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
层面。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等方
面存在着差异，因此文化的民族性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
往往要求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要结合本土文化， 进行文
化整合。

文化整合是指在异质文化相互接触过程中，“一个文化
系统作为主位文化，以其文化价值为核心，以自身内在结构
为参照而对其它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质的选择和建构 ” [11]

（P37）。 简言之，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趋于一
体化的过程。 文化整合使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价值取
向不同的文化，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等方面不断发生
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逐渐融合，最终形成
新的文化体系。但是文化整合并不是不同文化的机械组合，
而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如中国化
佛教的代表禅宗，它既包含了印度佛教的内容，又融合了中
国儒家哲学和黄老哲学的精髓， 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
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一般来说，一
种文化体系，愈是重构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往往就愈丰富、
愈有生命力；同样，一种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
重构能力往往就越强。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社
会深刻矛盾的反映，其文化形态、思维特点都具有欧洲传统
文化的浓厚色彩。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
原来截然不同的文化境遇，这种文化境遇的转变，就要求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中国的实际为出发点，“使马克思
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12]（P335），这个过程就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的过程。 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 在文化整合中具体表现为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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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质的选择和建构关系， 即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先进社会形态的思想
文化为核心和参照系，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
行改造，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
中国的民族特点，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理论。

第一， 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范畴改造成符合
时代主题需要的新范畴。

“实事求是” 是中国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
述，它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
事求是”一语。 唐代史家颜师古训其为“务得事实，每求真
是。”意即务必求得事实根据，探求真实的结论。清初学者顾
炎武曾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宋明理学言心言性之“空
谈”。 后来乾嘉汉学训释经义，更加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
家”。 可见，“实事求是”原本是一种汉学考据学的学风和方
法。 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
是”做了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
研究。 ” [13]（P801）毛泽东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赋予了“实事求
是”以新的时代内涵，并使其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
法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确概括，“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用
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14]（P278）作为毛泽东
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弘扬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相契合

的概念范畴， 努力克服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使其科学
化。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辩证法传统， 这为中国人接
受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
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又带有一定的循
环论和均衡论的色彩。为此，毛泽东对其进行了根本的改造
和科学的总结，他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
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及其相互关系，并从“矛盾的普遍性即
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原理引申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实践结论，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另外，知行问题也是
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聚讼不已的论题，先哲们对心物、知行之
辩，对知依赖于行，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有着朴素而直观的认
识。但是他们往往把“行”理解个人的道德践履，没有看到人
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才是联结主观和客观的真正桥梁。
1950 年，毛泽东在发表《实践论》时，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
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他立足于辩证唯物主
义认识论的理论立场， 以科学的实践概念为基础考察知行
问题，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
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15]（P282）。 他提出的关于“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
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
度”、“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
一”等观点，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的发展，并使其
达到一个新高度。另外，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

群众观点结合起来，将其具体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
方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贡献。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价值理念进行整合阐发。
作为中华民族的处世准则和价值目标，“和而不同”源

于《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
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意即只有不同的事物和谐相
处，才能产生新的事物，才能发展壮大。如果只有一种声音、
一种颜色、一种味道，则无法做出评价，也不能成为美的音
乐、美的文彩和美的味道。 “和而不同”在肯定事物多样性的
前提下， 主张以宽广的胸襟包容不同的见解。 这种承认差
异，不断交流，互相补充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
展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创造
性地阐发了“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提出了诸如“统一战
线”、“和平共处”、“一国两制”、“世界文明多样性”、“和谐社
会”等一系列新理论、新原则和新构想。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现象中，两种
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冲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
必然性， 在民族性上的冲突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
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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